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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拐卖儿童犯罪作为一种影响恶劣的社会现象，已引起公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犯

罪地理学视角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侧重宏观分析，当前亟须聚焦犯罪热区作精细解析。本

文以中国拐卖犯罪主要源区贵州省为研究区，采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计量等方法，揭示

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拐卖儿童犯罪的多维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6

岁男童为核心受害对象，拐卖导致的儿童迁移以城乡间交叉流动为主。② 犯罪在1944—2018

年间呈“中段高发、首尾低发”态势，空间上集中于贵州西北半壁，尤以贵阳为最，微观地点上高

发于人员流动频繁的开放型空间。③ 犯罪路径以“黔入东部”和“川滇入黔”为主，以省内跨市

流动为辅。④ 犯罪主要受人口自然变动、生育政策、流动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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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拐卖儿童犯罪严重侵害儿童的健康和人格，同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重大创伤。拐卖
儿童犯罪是拐卖人口犯罪的一种，封建时期曾被看作“合法”行为[1]。1949年以来，公
安部门陆续开展了拐卖儿童犯罪专项整治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2]。在社会经济与城市化
快速发展的今天，由于暴利驱使与买方市场扩张，犯罪仍屡禁不止，并趋于集团化、暴
力化和高科技化，极大威胁公民人身权利与社会和谐稳定[3]。因此如何构筑安全环境，抑
制犯罪发生并助力防拐打拐已成为公众和学界的关注焦点。

早前拐卖儿童犯罪研究多隶属人口贩运研究范畴，聚焦于完善法律抑制犯罪及儿童
心理救助等方面。随后大量研究开始关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且将二者合并讨论[4]。20
世纪 80 年代后，拐卖儿童犯罪开始被独立关注[5]，但进展有限。2000 年以后，基于法
学、犯罪学、社会学与地理学多维视角下的拐卖儿童犯罪研究日趋增多。其中，法学视
角以法律完善与量刑调整为主[6,7]；曾罡吉[8]认为可通过设立“出卖亲生子女罪”和“监护
人必须将儿童置于视线内”的法律法规来减少犯罪，并提出对“劳役被拐儿童”行为应
加重量刑和增加“罚金刑”以抑制该类犯罪；张婕[9]通过对3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认
为出卖亲生子女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而不是遗弃罪。犯罪学视角着重综合受害人、犯罪
人及犯罪行为以分析犯罪特点与成因，明确社会危害并提出防控治理建议[10,11]；刘贵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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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贵阳市拐卖儿童犯罪为例，探讨了犯罪活动中“盗-运-销”的具体方式和实施过程；
Tolla等[13]从犯罪人角度分析了埃塞俄比亚拐卖儿童犯罪的影响因素，并指出其对国家形
象、人民健康的极大危害。社会学领域关注受害者家庭结构变动与社会关系重构[14,15]；刘怡
春[16]借助电影《亲爱的》阐述了拐卖儿童犯罪发生的根源及被拐儿童再融入等问题。以
李钢[17]、王会娟[18]15-34、武丹[19]和Wang[20]等为代表的地理学者多基于犯罪地理学理论与方
法分析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分布格局与演变规律，并探究该现象的区域差异和影响机制。

在研究资料与方法上，一是基于个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Ella等[21]对英国以性剥削为
目的的拐卖儿童犯罪者和受害者进行深度访谈，提倡采用日常犯罪机会理论来解释该犯
罪现象，并利用情景预防减少犯罪发生；Shen等[22]集成已有研究解析了中国拐卖儿童犯
罪的犯罪过程、犯罪目的与形成原因以及女性犯罪者的特殊性；王金玲[23]采用质性分析
方法探讨了华东五省云南/广西籍被拐卖/骗妇女/儿童案例，并从社会学视角提出了相应
的研究框架；杨振旭等[24]以“2.26”案件为例探讨了运用连线分析法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
可行性；刘星[25]选取江苏省90个被拐儿童案例以探究中国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与
犯罪成因。二是基于政府公布数据与民间组织开源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和空间计量开展
定量研究。王锡章[26]基于某省统计年鉴中的犯罪数据，利用数理统计法分析了该省的犯
罪特征与遏制对策；邢红枚等 [27]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
案例数据分析了拐卖儿童犯罪人、受害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犯罪手段演变；Xin等[28]、
Huang等[29]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犯罪记录，采用空间计量法分析了犯罪发生的
时空特征与拐卖犯罪地域迁移网络；李钢[30]、王会娟[18]53、武丹[31]、Wang[20]和谭然[32]19-33等
基于全国最大的寻亲平台“宝贝回家”网站中的数据，通过地理学的空间计量方法揭示
了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犯罪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可见，空间计量等地
理学方法对直观揭示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演变规律具有学科优势，但聚焦重
点区域与人群的研究较少，因此基于犯罪地理学[33,34]视角的拐卖儿童犯罪研究有待深化。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拐卖犯罪的主要源区贵州省为研究区，针对不同年龄、性别的
受害人群，从犯罪地理学视角探讨拐卖儿童犯罪的多尺度时空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以
期深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拐卖儿童犯罪研究，为科学防控犯罪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贵州省地处西南腹地，与重庆、四川、云南、湖南、广西接壤，人口构成复杂，属

多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作为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高发省份[35]，亟需开
展不同时空尺度的聚焦探讨，考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地方犯罪特征之间的关联。

基础数据源于中国最大的公益寻亲平台“宝贝回家 （https://www.baobeihuijia.
com）”网站。“宝贝回家”寻亲大会曾先后8次于贵州省各市州举办，旨在深入区县乡
镇挖掘未注册受害家庭，故贵州省案例数据最趋丰富。本文依据联合国《儿童权力公
约》和《巴勒莫议定书》将18岁以下者认定为儿童。通过网络爬虫获取数据后（爬取时
间：2019年 9月 7日），对走失、遗弃、送养、离家出走等其他类型的寻亲数据进行剔
除，共得到贵州省 1944—2018年“家寻宝贝”数据 3327条（属性条目包括被拐儿童姓
名、性别、年龄、被拐时间、拐出地点、寻亲者的详细描述等），“成功案例”数据 305
条（较“家寻宝贝”属性条目增添拐入地点、被拐儿童自述等）。此外，获取了 1978—
2017年《贵州省统计年鉴》和1997—2014年《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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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1）犯罪均值频率（CMF）。犯罪均值频率用于分析犯罪发生是否有时间偏好，克

服了总数或平均数等统计量的不稳定性、偏差性和数据保密性等缺陷，利于犯罪时间分

布特征的客观对比分析。计算公式如下[36]：

CMFT(i) = (CT ( )i /DT ( )i ) (CG /DG) i = 1…n （1）

式中： CMFT(i) 表示 i时间内的犯罪均值频率； T(i) 表示在相对较小时间尺度下的第 i个待

研究的特征单位时间 T； CT(i) 表示 T(i) 内发生的犯罪总量； DT(i) 表示 T(i) 内所含的天

数； CG 表示较大时间尺度下 G 时间段内的全部犯罪数量； DG 表示在 G 时段内的全部天

数；n表示在 G 时段内所含特征单位时间 T 的数量。根据计算时间的不同，CMF可分为

月份CMF、星期CMF等，其值越大，表示某个计算时间内发生该类型犯罪的几率也大。

（2）热点分析（Getis-Ord G*
i ）。热点分析可以揭示要素在空间分布的热点区和冷点

区，计算公式如下[37]：

G*
i ( )d =∑

j = 1

n

Wij(d)Xj ∑
j = 1

n

Xj （2）

为便于解释和比较，对 G*
i ( )d 进行标准化处理：

Z ( )G*
i = [ ]G*

i -E( )G*
i Var( )G*

i （3）

式中：d为距离尺度；Xj是要素 j的属性值；Wij(d) 是要素 i和 j的空间权重；n为要素总

数； E( )G*
i 和Var ( )G*

i 分别是 G*
i ( )d 的数学期望值和变异系数；若 Z ( )G*

i 为正值且越高，

表示热点区的聚类越紧密； Z ( )G*
i 为负值且越低，则表示冷点区的聚类越紧密。

3 贵州省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3.1 年龄性别特征

贵州省被拐儿童的年龄性别金字塔呈明显的“L 型”（图 1）。被拐男童占总数的

76.4%，远多于女童，农村地区更加突出，对男性子嗣的渴求决定了男童为被拐主体，这

与中国传统父系继嗣制度和“养儿防老”观念有关。从年龄分布来看，1~6岁的儿童占

比 最 大 （75.6%）， 其 次 为 12~15 岁

（11.7%），其他年龄段占比较小。1~6岁

的儿童正处于婴幼儿期，自主辨识记忆

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易成为犯罪

人的首选目标；12~15岁的儿童处于青

春期，具备基本劳动能力，大多被拐充

当童工，同时女童占比较大，一部分被

迫从事色情行业。相对而言，0岁、7~

11岁的被拐儿童数量较少，0岁儿童离

不开家人照料，被外人拐走的可能性

小，大多为父母或近亲出卖；7~11岁儿

童处于小学阶段，已具备一定的自我保

护能力，也不是犯罪分子的首选目标。
图1 贵州省被拐儿童的年龄性别金字塔

Fig. 1 Age-gender pyramid of trafficked children i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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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乡流动特征

以“成功案例”记录文本来识别被拐儿童的城乡流动状况，根据贵州省拐卖儿童犯
罪的年际变化特征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图 2a）：第一阶段（1944—1984年）被拐儿童
以乡-城流动为主，城-乡和乡-乡的流动数量相当，城-城流动最少。第二阶段（1985—
2000年）较第一阶段发生显著变化，居于末位的城-城流动跃居第一，城-乡流动仍为第
二，之后为乡-乡流动，乡-城流动从第一阶段的第一位回落到末位。第三阶段（2001—
2018年）的变化也较为明显，乡-城流动逐步增加至第一位，城-城流动落至第二位，之
后为城-乡流动。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阶段几乎没有乡-乡流动的被拐儿童，这主要受
犯罪团伙化、被拐儿童易得性和买方市场需求变化影响。

进一步将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分为拐出贵州、拐入贵州和省内拐卖三类来识别其流
动差异（图 2b），发现拐出贵州中，城-乡流动占比最大，其次为乡-城流动，城-城和
乡-乡流动占比最小。拐入贵州中，乡-城流动人数最多，其次为城-城流动，之后为乡-
乡流动，城-乡流动占比最小。贵州省内拐卖中乡-城流动占比最多，之后分别是城-乡
和乡-乡流动，几乎没有城-城流动。总体来看，贵州省拐卖犯罪导致的儿童迁移以城乡
交叉转移为主。

4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格局

4.1 时间特征
（1）总体年际变化。1944—2018年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在时间上呈“中段高发、首

尾低发”态势（图3），这与寻亲平台成立时间、生育政策实施力度[38]、经济发展水平和
相关刑事立法有关。① 极低位缓慢增长阶段（1944—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呈极低发
慢增长特征。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早期实际案发量小，或案发年代久远，被拐者难
以通过网络途径寻亲；二是可能与生育政策的实施有关，1971年前全国还未推行生育政
策，人们完全遵循自己的生育意愿，“亲生亲卖”与收买儿童的现象少；但 1971—1980
年间，全国实施“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拐卖儿童犯罪开始增加，前5年间被拐儿
童数与前36年总数相当，并在1976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峰值；三是该时期全国经济发展缓
慢，绝大部分家庭收入较低，难有多余资金收买儿童，因此非法收养的买方市场较小，
被拐卖的儿童也少。② 高位波动增长阶段（1985—2000 年），这一阶段案发量波动增
长，总量大于其他时段，在 1989年、1994年、1998年出现三个峰值，在 1991年、1997

图2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城乡流动状况
Fig. 2 Urban-rural migration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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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1999年前后出现了三个低谷期。高发态势和出现峰值的原因有三：一是距离平台成
立时间较近，上网登记人数较多；二是1981—2000年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严苛的生育环
境与家庭生育意愿之间的矛盾导致“亲生亲卖”和收买男童等现象激增；三是该时期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家庭收入普遍增加，受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思想的影响，部分家庭
铤而走险收买男童，买方市场的扩大刺激了犯罪的发生。出现低谷的原因主要与拐卖儿
童犯罪的刑事立法有关，1991年出台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
决定》，1997年《刑法》的修订，1999年制定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
座谈会纪要》，这些法律规定从一定程度上对犯罪产生抑制作用。③ 中低位稳定增长阶
段（2001—2018年），案发数量和变化较上一阶段出现明显回落与稳定趋势。由于这一
时期生育政策从“处罚多生”转向“奖励少生”，政策环境逐渐宽松[39]，人们的传统观念
也发生转变，使得这一时期拐卖儿童犯罪出现回落之势；且2000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法
律法规，进一步抑制了犯罪发生。

（2）性别年际变化。被拐男童数量的年际变化与总案发量趋于一致，这与被拐男童
占比较大有关。被拐女童年际变化较男童差别明显。2011年之前二者基本趋势较为同
步，但2012年后总体数量与男童数量急速下降时，被拐女童数量却逐年上升。这部分女
童年龄多在14~17岁之间，多因以介绍工作为名被拐卖，去向以强迫婚姻与从事色情行
业为主。

（3）年龄年际变化。参照已有研究[40]，根据儿童成长规律将被拐儿童划分为婴儿期
（小于1岁）、幼儿期（1~3岁）、学龄前期（4~6岁）、学龄期（7~13岁）、青春期（14~17
岁） 5 个年龄段。从年龄年际变化（图 4）可以看出：① 婴儿期的被拐儿童总体较少

图4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受害人年龄段年际变化
Fig. 4 Interannual change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of trafficked childen in Guizhou

图3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受害人性别年际变化
Fig. 3 Interannual changes in different gender groups of trafficked childen i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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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968年之后才出现被拐案件，并逐渐上升至1987年的小高峰，之后波动上升至
1989年、1993年的最高峰与次高峰，之后呈逐渐下降趋势。② 幼儿期的被拐儿童最多
（36.5%），总体变化趋势较明显，在 1990 年以前其走势与总案发量的变化基本一致，
1990年以后出现分异。在 1993年达到次高峰后逐步下降，在 20世纪末有回升迹象，之
后呈持续波动下降趋势。③ 学龄前期的被拐儿童居于第二位（34.3%），变化趋势与总案
发量趋于一致，也呈现三个阶段。④ 学龄期的被拐儿童数量较少，在1986年之前数量极
少，许多年份无案发，在1986—1996年十年间高发增长，1997年之后波动下降，2016年
前后略有回升。⑤ 青春期的被拐儿童（7.3%）是除婴儿期之外被拐最少的年龄段，从
1977 年开始出现，之后波动上升，在 2011 年以后成为贵州省被拐儿童的主体 （占比
40%），且以女童为主。如今非法色情产业日渐猖獗，许多处于青春期的女童被拐卖到性
交易场所。另外由于贵州省经济落后，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女童因受骗于虚假介绍
工作被拐卖。

（4）月份与周内变化特征。犯罪时日论认为，季节、月份、时日与犯罪存在着相互
关系，一定的犯罪行为产生于一定的时间，在不同的时间内犯罪的数量、类型、特征存
在差异 [41]。利用犯罪均值频率分时段来识别贵州拐卖儿童犯罪的月份分布 （图 5a），
1944—1984年拐卖女童案与总案发量趋势一致，高发于1月、6月和2月，拐卖男童犯罪
高发于8月和7月。1985—2000年拐卖男、女童案均与总案发量趋势一致，高发于6月、
8月和 10月，拐卖女童案还高发于 1月。2001—2018年拐卖儿童犯罪的均值频率整体较
高，6月、5月、9月和 10月为高发月份；这一时期拐卖男童案仍与总案发量趋势一致；
拐卖女童案高发于3月和2月。综合可见，拐卖儿童犯罪的高发月份由春节和暑期前后演
变为以夏半年为主；性别上拐卖女童案高发于上半年，拐卖男童案高发于下半年。拐卖
犯罪最初以“亲生亲卖”和熟人间的拐卖为主，而春节前后为走亲访友的重要时段，刺
激了拐卖犯罪的发生；后随着犯罪的高收益性和低成本化，犯罪分子逐渐增多，而夏半
年适宜的气候环境增加了儿童外出活动而被拐的几率，其间人口流动频繁，作案成功率

图5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月份与周内变化特征
Fig. 5 Monthly and intra-week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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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故而犯罪相对高发。
周内变化中（图 5b），1944—1984年拐卖男童案与总案发量趋势一致，高发于周日

和周六，低发于周一；拐卖女童案高发于周日和周四，同样低发于周一。1985—2000年
拐卖男、女童案与总案发量均周内变化较小，高发于周三。2001—2018年拐卖男童案与
总案发量趋势一致，高发于周五和周日；拐卖女童案高发于周五，其他时间案发量相
当。总体来看，拐卖儿童犯罪由高发于周末演变为高发于周内。周末儿童外出频率高，
增加了户外暴露而被拐的几率；随着犯罪手段多样化、犯罪形式集团化和高科技化，犯
罪分子已不局限于周末作案，致使周内案件数持续走高。
4.2 空间特征
4.2.1 市域尺度犯罪分布特征 根据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的累计数据在市域尺度的分布
（图 6），发现其主要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递减”的特征，具体可划分为三个层级：第一
层级为省会贵阳，其人口密度大，人员流动性强，儿童易暴露在犯罪分子视野之中，外
加交通便捷易于转移，致使犯罪高发。第二层级为遵义、毕节、六盘水和安顺，毗邻犯
罪的其他高发省份四川、重庆、云南[32]23，形成多省市交界的犯罪高发地带。第三层级为
黔南、黔西南、黔东南和铜仁多民族聚居区，案发量较少，可能与人口总量、生活习
俗、交通便捷程度不高等因素有关。

性别与年龄上的空间分布差异：性别上，男、女童数量分布与总数量分布相似，以

贵阳为最，其次为遵义、毕节、六盘水和安顺，之后为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和铜仁；总

体来看，各市域均男童多于女童。年龄上，婴儿期的被拐儿童主要分布在遵义和贵阳，

其次是毕节、安顺、黔西南和六盘水，黔南、铜仁和黔东南分布较少；由于幼儿期和学

龄前期是被拐儿童主体，其分布与总案发量较为一致；学龄期和青春期的被拐儿童占比

较少，分布也较为相似，在贵阳、毕节、遵义分布最多，之后为六盘水、黔西南、黔东

南和安顺，黔南和铜仁分布最少。分市州看年龄分布：贵阳、安顺、铜仁呈现“以学龄

前期为界，向两侧递减”的特征，即学龄前期占比最多，之后分别为两侧的幼儿期和学

龄期，最外侧的婴儿期与青春期占比较少；而其他市州均表现为婴儿期占比最少，从幼

儿期开始，随年龄增大被拐人数递减。总体来看贵州各市州在年龄分布上呈现“中间高

图6 1944—2018年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市域分布特征
Fig. 6 The city level distribution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Guizhou from 1944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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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低”态势。
4.2.2 县域尺度犯罪分布特征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的高发县域（图7a）第一层级为南明
区、云岩区，其次是红花岗区、黔西县和西秀区，第三层级为织金县、清镇市、花溪
区、凯里市、播州区、水城县、钟山区、大方县、兴义市、盘州市、仁怀市、白云区和
七星关区，其余为第四层级或分布更少的县域，这与市域尺度上的分布相适应。进一步
使用冷热点分析探究县域尺度犯罪分布规律（图 7b），发现热点区主要集中在贵阳及周
边区县，冷点区主要分布于东北和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县，整体呈现以贵阳及周边区县为
中心放射递减的特征。这首先与人口分布有关，贵州省人口主要分布在贵阳市、周边区
县及西部地区，因此犯罪中的“商品化儿童”来源受人口空间格局制约；其次，多民族
聚居或与犯罪空间格局存在关联，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

4.2.3 微观地点尺度犯罪分布特征 根据人员流动情况、空间开放程度、空间独立性等标
准，将空间场所划分为居民住宅、空旷环境、交通工具、人员相对稳定的封闭型空间、
人员流动频繁的封闭型空间、人员流动频繁的开放型空间等 6大类[42]，再进一步细分为
30小类（表1）。从大类来看，拐卖儿童犯罪高发于人员流动频繁的开放型空间，其中又
以街道里巷和集市为最，在这类区域中，人员流动频繁，人口结构混乱，难以形成有效
的监管保护，从而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第二高发场所为居民住宅，其中农村住宅案发
量远高于城市居民住宅，这与农村住宅开放大门现象普遍、城市住宅封闭性特征明显和
自我保护意识更强有关；通过文本判读发现在农村家中发生的拐卖手段主要为犯罪分子
入室偷盗或强抢儿童。值得注意的是，贵州省各地区均出现由亲戚将儿童骗至家中拐卖
的案件。第三高发场所为人员流动频繁的封闭型空间，其中又以车站为最，其次是商
场、宾馆与医院，电影院与娱乐场所也有发生。第四高发场所为空旷环境，主要有村庄
里、路边、河边、田里等，人员稀少地域空旷使犯罪分子作案成功率高且易于逃跑。第
五高发场所为人员相对稳定的封闭型空间，如工地厂区内、学校内、机关单位及附近、
工作地、福利院等，虽然人员相对稳定且人口流动性小，但犯罪分子易混迹其中以骗取
儿童信任，犯罪者多为熟人或工友。排在最末的一类犯罪场所为交通工具，火车、汽
车、轮船上人员组成复杂，亦有利于犯罪分子伪装和实施拐骗。

图7 1944—2018年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县域分布特征
Fig. 7 The county level distribution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Guizhou from 1944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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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年龄段将微观地点进行区分（图 8），发现婴儿期被拐儿童主要案发于农村家
中、医院、河边、工作地和村庄里，在农村家中、河边、工作地和村庄里被拐卖包括因
监护缺失被犯罪分子趁机抱走和犯罪分子到家中“强抢婴儿”两类；在医院被拐卖的主
要是新生儿，犯罪分子常趁医院人多混杂偷抱儿童。幼儿期的被拐儿童分布于各大场
所，其中在交通工具和娱乐场所分布较少。学龄前期被拐占比很高，这与其户外暴露度
高、行动随意性大和辨识记忆能力弱等有关。学龄期被拐儿童在火车上、上学路上、亲
戚家和学校内被拐较多，这与其日常活动轨迹相一致；此外，学龄期的儿童具有一定的
辨识能力，但也出现了犯罪分子与儿童亲戚合伙作案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利院
被拐的幼儿期和学龄前期的儿童较多，这类儿童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被拐：一是由于福利
院日常监管存在疏漏；二是工作人员将儿童私下转卖给他人。青春期被拐儿童在娱乐场
所被拐最多，其次是田里、亲戚家、学校内、河边，再次是小区内、宾馆、村庄里、工
作地和商场，其他地点案发量较少；结合案例文本记录，发现主要以介绍工作为名被
拐，以女童为主。

4.2.4 犯罪流动路径分析 拐卖的流动路径中包括拐出地和拐入地，有时也存在流经地。
基于“成功案例”数据集，将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流动路径分为拐出贵州、拐入贵
州、省内拐卖三类。

拐出贵州中（图9a），拐卖男童路径共有15条，以“贵州-福建”为主，其次是“贵
州-广东”“贵州-河南”，其他为贵州到河北、江苏等省域的路径；拐卖女童路径与男童
大体相似，也以“贵州-福建”为主要路径，其次为“贵州-河南”“贵州-江苏”，其余

图8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分年龄段的微观地点分布
Fig. 8 Micro-location distribution across different ages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Guizhou

表1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发生的微观地点分布
Tab. 1 Micro-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Guizhou

空间场所

居民住宅

空旷环境

交通工具

人员相对稳定的封闭型空间

人员流动频繁的封闭型空间

人员流动频繁的开放型空间

微观地点（%）

农村家中(10.3)、家附近(7)、小区内(3)、亲戚家(0.6)

村庄里(20.2)、上学路上(2.1)、公路边(1)、河边(1)、铁路边(0.4)、田里
(0.3)

火车上(0.3)、汽车上(0.1)、轮船上(0.1)

工地厂区(4.8)、学校内(4.4)、机关单位及其附近(2)、工作地(1.7)、福利
院(0.2)

车站(5.7)、商场(1.9)、宾馆(1.6)、医院(1.6)、电影院(0.7)、娱乐场所(0.1)

街道里巷(17.4)、集市(7.5)、公园(2.1)、广场(1)、景区(0.7)、公厕附近
（0.2）

占比（%）

20.9

25.0

0.5

13.1

11.6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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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也存在拐卖路径但占比较小。总体来看，“贵州-福建”是最主要的拐出路径，其次
是“贵州-河南”“贵州-河北”，之后是“贵州-江苏”“贵州-山东”“贵州-重庆”，整体
呈现“黔入东部”的特征。

拐入贵州中（图9b），拐卖男童路径为3条，以四川拐入贵州为主，其次由福建、广
东拐入；拐卖女童路径为 4条，以云南拐入贵州为主，其次由重庆、辽宁和四川拐入。
四川和云南是拐入贵州的两大主要源区，拐入路径总体呈现“川滇入黔”的特征。

省内拐卖中（图 9c），拐卖男童路径以“贵阳-毕节”为主，其次为“毕节-贵阳”
“黔西南-贵阳”“贵阳-贵阳”“贵阳-遵义”；拐卖女童路径以贵阳市内部的拐卖为主，
其次是“贵阳-毕节”“贵阳-铜仁”“六盘水-安顺”以及六盘水市内的拐卖。整体来
看，省内拐卖以“贵阳-毕节”和贵阳市内的拐卖为主，其他地区间的拐卖路径较少。

5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影响因素

5.1 影响因子选取
拐卖儿童犯罪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受经济发展水平[43]、相关政策[44]、人

口变动[45]、就业状况[46]和文化观念[47]等的综合影响。替代指标选取上（表 2），经济发展
水平以“城乡收入比”来衡量。政策因素主要为生育政策，故选取“生育政策不符合
率”作为政策因素的替代指标，即该年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与总出生人口的
比率。人口变动由自然变动与流动人口组成，分别选取“人口出生率”和“流动人口占

图9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流动路径
Fig. 9 The flow paths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Guizhou

注：此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 1823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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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的比率”作为度量指标。就业状况选取“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衡量。影响文化观
念的直接因素是受教育水平，故选用“中等以下受教育占比”来衡量受教育水平，即高
中及其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其中“流动人口”数据利用1997—2014年的《全国
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暂住人口的数据来代替，由于该数据集有限，采用了临近点的
线性趋势法对缺失值进行处理；其他数据均来自于1978—2017年的《贵州省统计年鉴》。
5.2 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采用逐步回归模型解释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影响机制，分别以总犯罪率、不同性
别和不同年龄的犯罪率为自变量进行分析，发现女童、学龄期和青春期的被拐儿童与上
述影响因素的相关性较小，回归模型不成立，剔除后得到五个回归方程（表3）。发现影
响因素中就业状况和文化观念两个因素被剔除，其他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人口自然变
动、生育政策、流动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因素解释力度 76%，显著性水平 p<0.001），

表2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影响因素变量的描述统计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Guizhou

编码

V1

V2

V3

V4

V5

V6

影响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

生育政策

人口自然变动

流动人口

就业状况

文化观念

替代指标

城乡收入比

生育政策不符合率（%）

人口出生率（%）

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中等以下受教育占比（%）

样本量

40

40

40

40

40

40

样本均值

3.1245

19.4376

19.2265

0.1152

4.0255

6.5878

样本方差

0.394

216.890

21.940

0.302

1.444

1.270

标准差

0.628

14.730

4.684

0.138

1.202

1.613

表3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Tab. 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Guizhou

因变量

总犯罪率

性别
（犯罪率）

年龄
（犯罪率）

男童

婴儿期

幼儿期

学龄前期

回归系数与
共线性诊断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VIF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VIF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VIF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VIF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VIF

影响因素

V1

0.021***

0.564***

2.270

0.018***

0.570***

2.270

0.010***

0.587***

4.269

0.009***

0.554***

2.283

V2

0.001***

0.831***

1.710

0.001***

0.808***

1.710

0.000***

0.725***

1.000

0.001***

0.910***

1.413

0.001***

0.801***

2.181

V3

0.004***

0.868***

4.091

0.004***

0.894***

4.091

0.001***

0.650***

5.464

0.002***

0.827***

5.025

V4

0.120***

0.715***

3.850

0.100***

0.687***

3.850

0.035**

0.456**

5.312

0.050***

0.684***

3.868

V5

0.002*

0.225*

1.449

回归结果

常数项

-0.163

-0.146

-0.006

-0.068

-0.077

F检验值

31.837***

31.211***

42.215***

35.336***

19.212***

调整后的R2

0.760

0.756

0.514

0.779

0.700

注：1.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和*分别表示 p<0.001、p<0.01和 p<0.05；2. 性别中女童，年龄中学龄期、

青春期被拐儿童的多元回归模型不成立，故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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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拐卖儿童犯罪呈强正向影响，影响效应分别为0.868、0.831、0.715和0.564。
从性别来看，影响男童被拐的因素由高到低依次为：人口自然变动、生育政策、流

动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因素解释力度为 75.6%，显著性水平为 p<0.001）。贵州省被拐
儿童以男童为主，影响因素与总犯罪率一致。不同的是，人口自然变动与经济发展水平
对拐卖男童犯罪影响更大。

从年龄来看，生育政策是影响婴儿期被拐儿童的主要因素（0.725），这与因“超
生”将亲生子女出卖和买方市场扩大有关。幼儿期儿童是被拐卖的主体，影响因素依次
为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变动、经济发展水平和流动人口，与总犯罪率、被拐男童犯罪率
一致，影响程度各有差别。与其他年龄段不同的是，就业状况亦影响学龄前期儿童被拐。

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幼儿期儿童被拐影响最大，对男童被拐、总案发
量和学龄前期儿童被拐的影响依次减弱。生育政策对所有犯罪类别均有影响，依次为幼
儿期、总案发量、男童、学龄前期和婴儿期。人口自然变动对除婴儿期之外的其他被拐
类型均有影响，尤其是男童和学龄前期。流动人口对总案发量的影响最大，对婴儿期的
影响最小。就业状况只影响学龄前期儿童被拐，且影响作用较弱。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以中国最主要的拐卖犯罪源区贵州为研究区，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

空间计量等方法，揭示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犯罪的多维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主要结论如下：

（1）受害人群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贵州省被拐卖儿童的年龄性别金字塔呈明显的
“L型”，男童人数远多于女童，1~6岁的儿童占比最大，其后依次为12~15岁、0岁、7~

11岁。拐出贵州儿童主要为城-乡流动，拐入贵州和贵州省内拐卖主要为乡-城流动，犯
罪的流动以城乡交叉转移为主。

（2）犯罪时间变化。1944—2018 年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可划分为极低位缓慢增长
（1944—1984年），高位波动增长（1985—2000年）和中低位稳定增长（2001—2018年）
三个阶段，总体上呈“中段高发、首尾低发”态势；男童年际变化与总体走向一致，女
童则呈平稳上升趋势；随着时间推移，拐卖高发月份由春节和暑期前后主导演变为以夏
半年为主；高发星期由周末演变为周内。

（3）犯罪的空间分布。在市域尺度上主要分布于贵州西北半壁，尤以贵阳为最；在
县域尺度上呈以贵阳及周边区县为中心放射递减特征；在微观地点尺度上高发于人员流
动频繁的开放型空间。贵州拐卖路径呈现出“黔入东部”和“川滇入黔”的特征，且存
在多条贵州省内拐卖路径。

（4）犯罪影响因素。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主要受人口自然变动、生育政策、流动人
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人口自然变动、流动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对婴儿期儿童
被拐不具影响之外，对其他年龄段儿童被拐均有正向作用；生育政策对所有类别拐卖儿
童犯罪呈正向促进作用；就业状况只对学龄前期被拐儿童具有弱正向影响。
6.2 讨论

拐卖儿童犯罪是一种影响恶劣的犯罪现象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
大犯罪，对其深入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依据本文研究结果提出以下犯
罪防控建议：第一，公安部门应借助“天网监控系统”建立健全打拐系统和儿童失踪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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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机制，重点加强对贵阳市等犯罪高发市域的监管力度，排查人员流动频繁的开放型空
间等高发场所，阻断从贵州拐出到福建、广东、河南等主要省域的外出通道和从云南、
四川拐入贵州的主要内入路径。加强各地公安部门协作，宣传普及打拐DNA库比对等技
术以助力“科学寻亲”。第二，加强法制教育，明确男女平等地位，摒弃性别歧视。培养
儿童防骗意识，提高全民防拐认知，发动全民参与反拐。第三，结合地区特色发展经
济，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就业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本文探索性地从犯罪地理学视角对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开展研究，但仍存在以下局
限：① 数据来源仅代表具有网络条件并有意网络寻亲的群体，未来应积极寻找数据源或
实地调查以减小误差。② 本文模型能较好解释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现象，但对法律法规
调整、打拐力度变化等因素缺乏量化分析，之后应进一步完善影响机制。在未来的研究
中，须探讨拐卖儿童犯罪与民族文化差异等地方特征的关联，持续追踪如贵州-福建等重
点贩运路径，并结合文化地理学、时间地理学等多维视角综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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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Guizhou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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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 trafficking is a long-term criminal phenomenon in China. As one of the serious
crimes and complex social problems, it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and
academic community. Since related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e geography started
late and most of these studies worked on the pattern of the country, it is urgent to concentrate
on high-risk areas and key groups. In this research, we take Guizhou province, one of the major
origins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China, as the study area. We use a series of techniques including
text analysi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spatial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soci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Guizhou.
Major findings include: (1) more males than females are trafficked in Guizhou, with males aged
1-6 as the main group, followed by aged 12-15, aged 0 and aged 7-11. The trafficked children
from Guizhou to other provinces, mainly flow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while children flow
into Guizhou mainly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The cross-flow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the highest crime flow mode. (2) From 1944 to 2018, the crimes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Guizhou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extremely low growth stage (from 1944 to 1984), high
fluctuation growth stage (from 1985 to 2000), and low and medium growth stage (from 2001 to
2018). At the same time, the summer half-year and the weekday witness higher incidences of
child trafficking months and weeks. (3) At the city level, the crime is predominantly found in
the northwestern half of Guizhou, especially in Guiyang city.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crime
shows a pattern of divergent decline in Guiyang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t the site level, it is
more common in the open space where people move frequently. The overall crime path is
“from Guizhou to the eastern regions of China”and“from Sichuan and Yunnan into Guizhou”,
and there is an intercity flow in Guizhou. (4) The crime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Guizhou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natural population change, family planing policy,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Keywords: child trafficking crime; multidimensional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influencing fac-
tor;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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